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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质地
——从丁玲《阿毛姑娘》到21世纪“打工妹叙事”
王 宇 杨运来
摘要：对底层女性的关注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一个持续性叙事点。以阶级/阶层与性别两个范畴
之间复杂纠葛作为学理背景，选择丁玲《阿毛姑娘》和21世纪初年底层文学潮流中“打工妹叙事”的几个代
表性文本，进行互文性的讨论。不仅可以体知“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底层女性形象的“前世今生”，更探讨
了底层女性形象作为一种“他者”形象，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文化权力机制：底层女性的主体位置源自阶级（阶
层）、性别、族群、国族、城乡等等多重身份的交叉、协商，因而是复杂、多元的。对其中任何一种身份的过度
强调，都必然造成对其他身份的遮蔽，从而将底层女性形象本质化、刻板化。
关键词：他者；底层女性；性别；阶级（阶层）
底层女性一直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一个持续关注点，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有一条是
不容忽视的，即从主流社会的性别政治逻辑而言，底层、弱者、他者与女性的重叠编码，是一个天经
地义的编码原则。本文以阶级/阶层与性别两个范畴之间复杂纠葛作为学理背景，选择21世纪初
年名动一时的底层文学潮流中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叙事类型“打工妹叙事”中的几个代表性文本，
与丁玲1928年的《阿毛姑娘》做一个互文性的讨论。不仅关注“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底层女性形象
的“前世今生”，更企图以此来抵达“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一些基本命题。
在开始讨论之前，先必须对“打工妹叙事”做一个解释。所谓“打工妹叙事”实际上就是文学叙事
对打工妹这个群体生存境遇的表述。在21世纪初年的底层文学潮流中，这一叙事类型相当引人注目。
“打工妹”这一称呼是与“打工仔”相对应的，“仔”和“妹”是广东人（还包括福建等沿海其他省份）对年
轻的男孩、女孩的称呼，由于最早的打工群体出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深圳，又主要是年轻人，
于是，“打工仔”“打工妹”这一称呼就不胫而走，成为对男女农民工的通称。但“打工妹”称呼要比“打
工仔”更流行，更引人注目，甚至成为对整个农民工阶层的称呼。这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主流社会将
底层、弱者、他者与女性重叠编码的性别政治逻辑外，还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即农民工群体出现的历
史特殊性。打工妹实际上也是最早出现的农民工群体。①尽管第一代打工妹出现在20世纪70、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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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2008年制作的20集电视片《繁花：30年打工妹实录》中记载，1979年深圳蛇口填海造港的第一声炮响，中国改革开放随
之拉开序幕，第一批港资企业凯达玩具进驻蛇口，开始在当地招收女工。 因为最早进驻特区的外资企业多是电子、玩具、服
装，这些行业要求细致与耐心从业素质，必然更青睐女工。因此，中国最早的打工者实际上是打工妹。当然，当初的打工妹
未必都是农家女，很多是城市待业女青年，但很快农家女就构成打工妹群体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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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交，但是“打工妹”一词的出现却要晚得多，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①
一、从阿毛之死到明惠之死
《阿毛姑娘》发表于1928年的《小说月报》②，是丁玲转型前夕的作品，在丁玲创作时间表上处于
比较尬尴的位置上。既不像早期那些反映“五四”退潮后觉醒的知识女性精神苦闷的小说，又与她
转型后具有鲜明阶级立场的小说不同。但恰恰是这种暧昧的状态，决定了这篇小说的价值。小说
的上半部主要写17岁的乡村少女阿毛通过婚姻获得空间的移动，从蛮荒山野来到城乡交界处的杭
州西湖葛岭，得以接近都市的繁华以及富人阶层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使她产生“王侯将相宁有种
乎”式的阶级怨怼——一种类似茅盾《秋收》中多多头的怨怼，这是阶级意识的萌发。但小说后半
部的阿毛，却脱离左翼的阶级命题，也脱离城乡命题，转向一种关于幸福和人生的抽象、哲理的思
考。这似乎使得阿毛这个村姑的形象变得不真实，成了莎菲女士的乡村版，抑或叙事者的传声筒。
所以被左翼批评家所诟病。③ 表面看起来这反映了转型期丁玲阶级立场的摇摆，是对左翼命题的
疏离，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可能反而是对这一命题的深入。
阿毛先是从左边洋房里幸福的美少女的死中彻悟到，“一切都太可悲。一切的梦幻都可从此打
碎去。宇宙间真真到底有个什么?什么也没有！到头来，终得死去！无论你再苦痛些也好，再幸福些
也好。人一到了死，什么也一样了，都是毫无感受的冷寂寂躺在大地里”。后来，她又听到了右边隔
壁洋房中同样幸福的美少妇深夜呜咽的琴声，并清清楚楚目睹了她因悲恸而失态地披头散发、摔琴，
“她本来以为幸福是不久的，终必将被死所骗去，现在她又以为根本就无所谓幸福了。幸福只在别人
看去或羡慕或嫉妒，而自身始终也不能尝着这甘味”。虽然阿毛的阶级境遇与住在附近度假洋房里
的城市美妇人们天差地别，但是，她却也能够理解她们的困境，来自上流社会的悲凉琴声同样深深打
动来自底层的阿毛：“在那音调里面所颤栗着的，是不是也正同于她的那颗无往而不伤的心呢? ”阿毛
“看见在天空中飞旋的鹰鸟，就希望自己也能生出两片强有力的翅，向上飞去，飞到不可知的地方去，
那地方是充满着快乐和幸福”，这不就是贵族少女林黛玉“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式的断想吗？“他者”
其实拥有和“我们”一样的精神质地。这实际上也可以是左翼文学的更深层诉求。这点茅盾在1936
年《关于乡土文学》中其实有所提点的：“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
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
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④ 表面上看，茅盾在这里反对的
是将特殊地域身份本质化，其实阶级、阶层身份也一样，都不宜本质化。底层物质的贫困，并不代表
精神贫困。阿毛最后的自杀，正反映了她并不贫困的精神质地。
在这个层面上当代作家邵丽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小说《明惠的圣诞》⑤可能和《阿毛姑娘》
构成一种奇妙的互文性。这篇小说在众多打工妹沦落风尘题材的小说中，显得与众不同。其特别
① 根据中国报刊索引数据库资料,“打工妹”一词最早见诸文学作品，是《广州文艺》1989年第12期发表王海玲的小说《特区打工
妹》。紧接着1990年著名导演张良拍摄的影片《特区打工妹》，作为特区建设10周年献礼片在全国上映，引起广泛反响，“打
工妹”一词不胫而走。
② 丁玲：《阿毛姑娘》，《小说月报》第19卷第7号，1928年7月10日。以下引文皆出自此。
③ 例如，冯雪峰就认为《阿毛姑娘》“在说述一个贫农的女儿，对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的虚荣的幻灭的可怜的故事。”他认为，《阿毛
姑娘》与《莎菲女士的日记》《梦珂》都是丁玲思想上有很坏倾向时期的作品（《冯雪峰选集 论文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第9页）。这说明至少在这一时期的丁玲看来，阿毛与莎菲、梦珂拥有共同的精神质地。
④ 茅盾：《关于乡土文学》，《文学》1936年第6卷第2期。
⑤ 邵丽：《明惠的圣诞》，《十月》2004年第6期。以下引文皆出自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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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就在于在底层、乡村、女性、知识分子等多元身份中来呈现明惠独特的境遇以及最后的悲剧。
高考落榜后，经不住母亲的唠叨，加上对从省城衣锦还乡的同村小姐妹桃子的怨羡，明惠终于也跟
着桃子进城到洗浴中心做了按摩小姐。但明惠和桃子不同，桃子做按摩小姐在村里是公开的秘
密，而明惠做按摩小姐则始终是秘密，原因就在她是高中毕业生，她必须守口如瓶才能不辱高中生
这个身份。她不仅瞒着母亲，甚至瞒过带自己进城的桃子，谎称自己在一家人家做家教，以至于母
亲收到她寄回的不菲的钱款时还相当自豪：“我不枉多让我们家闺女念了那么多年的书啊。”她甚
至更改了名字，叫圆圆，收藏起明惠这个名字，因为它标志着一段纯洁的学生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种
种关于知识改变命运的美好幻想，她不愿辱没这个名字。圆圆实际上相当在乎自己的“知识身份”
——曾有过的明惠时代，当她争分夺秒从客人那里赚钱时，她会“想起了自己曾经学过的资本总是
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课程。把理论和实践在这里结合了，别有一番滋味涌在心头”——这是对“知识
改变命运”这一现代性话语的无情嘲弄。对照一下20世纪80年代《哦，香雪》中那个怀揣着一只文
具盒憧憬美好未来的、年龄相仿的乡村少女香雪，嘲讽意味就更加辛辣。
也正是圆圆无法忘却的“知识”身份导致她与客人、文化人李羊群之间的一系列事件。如果不
遇到李羊群,圆圆是不会死的,她会以自己的身体做本钱，一步步实现物质上脱贫的理想。但李羊
群出现了，李羊群唤醒了圆圆内心的一些东西，首先是关于身体的感觉——此前，明惠对自己的身
体原本毫无感觉，对她而言，身体只是赚钱的机器。第一次和客人出去过夜，“圆圆觉得一切都平
平淡淡的，就连她身下的处女血都没有让她惊讶。……没有什么撕心裂肺的疼，更没有什么叫人
痛不欲生的难过”。而和李羊群在一起就不同了，“她这才是第一次从心理上与人交合，她所有的
感官系统都无比地快乐着”。正如同阿毛，原本以为身体只是她劳作和迎合丈夫的本钱，直到目睹
那些进山度假的城市文明男女种种恩爱举止，她的身体才被唤醒，她试图主动向丈夫索要同样的
温柔时，遭到丈夫一顿斥骂：“不要脸的东西，你这小淫妇！”“小二是一个种田的人，除了从本能的
冲动里生出的一种肉感的戏谑和鲁莽，便不能了解其余的事”，小二只知道随心所欲以“肉感的戏
谑和鲁莽”对待阿毛的身体。但阿毛已经被城市文明男女种种恩爱举止唤醒了的身体，不可能再
像从前那样被动承受这“肉感的戏谑和鲁莽”，于是，阿毛便“觉得小二是欺了她，可是她又不反抗，
因为太忍受了，反更觉得伤心……”小说细致描写了阿毛身体的丰富感觉——压抑感、受挫感、屈
辱感，以及身体的劫难如何让阿毛愈发沉入精神上的无望深渊。
而圆圆似乎比阿毛幸运，随着身体的苏醒，内心深处尘封已久的一些东西，比如，爱、尊严、平
等、精神世界，这些属于久远的明惠时代的东西日益朦胧归来。不久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将圆圆
更进一步带回明惠时代。圣诞节夜晚，李羊群带她到酒吧狂欢后，走出酒吧在风雪漫天的寒冷冬
夜里，非常自然地像一对恋人、夫妻那样相依相偎，互相取暖，然后“回家”。圆圆就是从这天开始
住进了李羊群的家。李羊群家原有钟点工，圆圆提议把钟点工辞了，李羊群不同意：“李羊群说，辞
了？干吗呀，我可不是让你来当工人的!圆圆一直琢磨他这话里的意思，不是让我当工人，那是把我
当什么人呢？如果没有他这句话，圆圆还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有了他这句话，倒真成了一个问题
了。关于这个问题，圆圆想了许多天，想得自己都有些不痛快了，干脆就不想了。”李羊群不让圆圆
代替钟点工的位置，这让圆圆有了一些想法，他们之间似乎应该有一些超越买笑与卖笑、包养与被
包养、雇主与工人之间关系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小说刻意回避对圆圆内心的直接剖析，
但不难想象圆圆内心无数次飞翔又无数次下坠。李羊群每月都会在抽屉里放上足够的钱，供圆圆
消费，做美容、养生、洗桑拿、逛商场，“这样的日子，也许正是圆圆梦寐以求的。但真过上这样的日
子，她心里又空得像一座被废弃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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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毛实际上也曾有过能过上圆圆生活的可能，那个“颇高，很黑，扁平的脸，穿着的却非常讲
究”，住哈同花园的国立艺术院的教授不是要请她去做他的人体模特儿吗？如果阿毛真的跟他走
了，是不是也可能过上圆圆式的生活。而过上圆圆式生活的阿毛是不是也会像圆圆那样“心里又
空得像一座被废弃的仓库”呢？实际上从阿毛对幸福的彻悟中丁玲已经给出了肯定性的答案。
过上富足的日子，“心里又空得像一座被废弃的仓库”的圆圆，非常怀念那个大风雪的圣诞夜
的情形，企盼与李羊群之间能再出现那样的心灵沟通。终于，又一个圣诞之夜，圆圆向对李羊群提
出带她出去过圣诞节，她不仅要在这个最具城市特色、幸福标签性意义的节日里隆重地再次确认
自己的幸福的城里人身份（她对这个身份总觉得不踏实）；更重要的是，内心深处她还渴望去年那
个圣诞节风雪夜里的情形能再现，圆圆毕竟曾经是明惠，她无法忘怀明惠时代。李羊群果真带她
出去过圣诞了，一切似乎都美好得要命。但就在这时李羊群遇到了他的一帮朋友，李羊群向朋友
们介绍到：“她叫圆圆，我的伙伴。”读过高中的圆圆“知道伙伴是有多种涵义的，可以是生意伙伴，
可以是工作伙伴，当然，也可以是性伙伴”。圆圆明白自己属于哪一种。朋友们开始相互打情骂
俏，也说一些文化事儿，有时还夹杂了英语。这些文化事和英语，读过高中的圆圆也许听得懂也许
不懂，无论懂与不懂，都没有人关心，她都是局外人，而李羊群这只羊却好像回到自己的羊群，根本
就忘了圆圆的存在。朋友们之中的女士特别刺激着圆圆：“女士们是那么的优越、放肆而又尊贵。
她们有胖有瘦，有高有低，有黑有白。但她们无一例外地充满自信，自信让她们漂亮和霸道。她们
开心恣肆地说笑，她们是在自己的城市里啊! 她圆圆哪里能与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交道?圆圆是圆
圆，圆圆永远都成不了她们中的任何一个! ”圆圆一直以为自己已经是城里人了——她已经能够相
当娴熟地像城里女人那样生活，但现在才发现自己其实不是。成为城里人，不仅仅意味着做美容、
洗桑拿、逛商场，还意味着另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圆圆懂，也渴望拥有，谁让她曾经是明惠。
当然，认识李羊群之前的圆圆，频繁地从老曹们那里赚取老头票时期的圆圆，可能会无视这些
东西，那时的圆圆重视的是能有一沓“老头票”踏踏实实地攥在手心就够了，那时候的圆圆离明慧
时代那样的遥远。但现在的圆圆却不同了，明慧时代仿佛呼之欲出。她知趣地提出要先走，而李
羊群此时正沉浸于与朋友们的共同记忆中，头也不回地挥挥手打发了圆圆。本来圆圆就是李羊群
寂寞时的伙伴，现在既然李羊群不寂寞了，那圆圆就可有可无了。“圆圆走出门时，自己偷偷笑了一
笑”，她后来的结局其实在这笑容中就决定了。显然，她嘲笑自己的异想天开，以为去年圣诞的情
形可以重来，殊不知那不过是城里人、文化人、成功人士李羊群的一次不经意的偶然。既然在精神
上无法与李羊群们平等，那么，剩下的便只有物质了。圆圆回到家里一个人愉快而认真地过了一
个晚上一个半天，泡热水澡听音乐、睡觉、吃早餐、化妆、指使钟点工干这干那，还逛了商场买一条
价格不菲的红裙子，这一个晚上一个半天她几乎一项不拉地演习了一遍城里贵妇人全部生活内
容，每一项都做得一丝不苟，这一切再一次给了她“城里人”的感觉抑或幻觉，她需要这种感觉/幻
觉。到第二天李羊群走近她时，圆圆已经冰凉，枕头边放着一个安眠药瓶子。圆圆的死不经意间
触及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知识分子如何来理解底层？
二、知识分子与底层
正如前文我们提到的，《明惠的圣诞》独特之处在于通过底层、乡村、女性、知识分子等多重身
份的交叉来呈现明惠独特的境遇以及最后的悲剧。小说对沦为暗娼的主人公明惠“知识女性”身
份的强调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明惠在“乡上念了三年初中”，“又在县上念了三年高中”，“在村子
里矜持得像个公主”。这首先是对现实的尊重，事实上，打工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是农民中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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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教育水平来看，与农村其它人口相比，农民工是一群高学历者”。①但底层叙事、“打工妹叙
事”恰恰普遍忽略这点，充斥的是对底层非常本质化、刻板化的印象：底层=无知无识，生存的物质
性需要是他们的全部渴求。
李羊群整理遗物时才明白圆圆原来不叫圆圆，而叫肖明惠。但李羊群始终不明白：“这个叫肖
明惠的姑娘为什么要寻死呢?”李羊群不明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从没有伤害过圆圆，自己给了圆圆
天堂一样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是多少像圆圆这样姑娘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圆圆还想要什么呢？更
重要是，李羊群并非只是纯粹的花钱买笑，他甚至可以说真诚对待圆圆，他曾向圆圆诉说自己的过
去、忧伤，但却从未问过圆圆的过去、忧伤。因为他未曾想到圆圆也有过去、也有忧伤，更不知道圆
圆也有过曾经的明惠时代、甚至也曾经喜欢言说他和朋友们挂在嘴边的“英语”和“文化事”。自始
至终圆圆对他而言，都只是一个明眸皓齿、鲜嫩乖巧的陪伴者、倾听者、沉默者。小说并没有像同
类题材的小说那样将买笑的城里人、成功人士李羊群妖魔化、漫画化，而是写他的良好的教养、相
当善待圆圆，即便是那群“优越、放肆而又尊贵”的城里女士也并没有直接奚落、羞辱圆圆，但圆圆
还是义无反顾地死了。小说于是有了一种震撼。
这震撼首先是圆圆对超越于物质之上的尊严、人格的捍卫，她渴望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足，还
有精神上的富足，当然，这样的渴望是被文化人李羊群不经意间唤醒的，却没有获得任何出路，所以
她只能选择死。换句话说，和李羊群的交往已经彻底唤醒她的明惠时代，这个时代近在咫尺却又遥
不可及，在这个圣诞的夜晚，她明白自己再也回不到明惠时代，可要命的是，她也回不到圆圆时代。
于是，在这个要命的圣诞夜，她——这个曾经名叫“明惠”或“圆圆”的姑娘，成了一个无名的存在，因
而她只能选择死, 正如同阿毛只能选择死一样。当然，明惠的死只是得不到平等、尊严、幸福，也就是
说，看到了幸福却被幸福所拒绝；而阿毛的死，不仅仅是因为看到了幸福却被幸福拒之门外，还因为
看透了幸福背后的虚妄。因而，阿毛的死似乎比明惠的死更加高蹈，甚至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从
这个角度而言，鲁迅“焦大不爱林妹妹”的观点，是可以质疑的，并不是所有的“焦大”都不爱林妹妹，
“焦大”和“焦大”间是有差异的，有些“焦大”也是爱林妹妹的。而阿毛和明惠就是这样的两个爱林妹
妹的“焦大”。贵族精神并非只属于贵族阶层。而知识分子李羊群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李羊群对圆圆始终不自觉地居高临下、慷慨地施予同情与悲悯，从不屑于了解圆圆到底是什
么样的人？只有圆圆死了，我们才和李羊群一起发现圆圆原来曾是“矜持得像个公主”的高中生肖
明惠，这个精心设计的结局并非噱头，而是意味深长。知识分子如何想象底层？特别是想象底层
女性？ 是否“她们属于一个分离的、低等的例外性的空间（弗洛伊德的‘黑暗大陆’）因而延续性（即
与‘我们’的相似性——笔者注）遭到否认，共同的人性也不属于她们”②。小说自始至终刻意回避
对圆圆内心世界的直接呈现（这点和丁玲叙事完全不同），这不仅仅出于叙事者对一种相当节制的
叙事风格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小说有意营造一种反讽氛围：圆圆没有内心世界，因此，才能在“矜持
得像个公主”的高中生到卖淫女之间轻松跨越。这是反话正说，因为许多打工妹叙事对圆圆们的
定位正是如此。 而圆圆最后的死无疑宣告了表面“轻松跨越”的背后鲜为人知的沉重——底层女
性生命的质地与份量，这是小说给我们带来的更深一层的震撼。
小说不仅仅触及打工妹对超越于物质之上的尊严、人格的捍卫，对精神质地的追求，还触及我
们如何想象底层、知识分子与底层关系这样一些20世纪文学非常重要的命题，这些命题在21世纪
①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11页。
② [澳]薇尔·普鲁姆德：《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马天杰、李丽丽译，重庆出版集团，2007年，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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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年的底层文学热中被一再重返。这实际上也说明，这些命题本身的未完成性。
三、底层经验与性别经验
21世纪初年底层文学潮流中，“打工妹叙事”文本不胜枚举，较著名的如何顿《蒙娜丽莎的微
笑》、吴玄《西地》《发廊》、刘继明《送你一束红花草》、艾伟《小姐们》、阎连科《风雅颂》《柳乡长》、王
安忆《富萍》《发廊情话》、方方《奔跑的火光》、邵丽《明惠的圣诞》、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
乔叶《紫蔷薇影楼》、尤凤伟《替妹妹柳枝报仇》、魏微《大老郑的女人》、林白《妇女闲聊录》、严歌苓
《谁家有女初长成》、盛可以《北妹》。纵观这些打工妹叙事，不难发现男性文本和女性文本明显区
别。相对而言，男性文本更倾向于在城里人与乡下人、都市与乡村、成功人士与弱势群体这样一些
阶层对立语境中表现底层女性的苦难。这样的叙事逻辑当然有意义，但叙事者并没有意识到底层
自身同样包含着权力，性别权力就是底层自身所包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力机制，在很多时候甚
至是底层唯一能够拥有的权力。这点鲁迅很早就看出来了，阿Q不仅要欺负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不
如他的小D，他还要欺负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未必不如他的小尼姑。依仗的就是他所拥有的唯一
特权：男性性别特权。20世纪上半叶左翼文学中很多作家也注意到了这点。且不说左翼女作家萧
红《生死场》、罗淑《生人妻》、丁玲《阿毛姑娘》《新的信念》等作品对底层本身所具有的性别权力机
制的批判，即便是男作家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也注意到了春宝爹对春宝娘的粗暴、蛮横，反倒是秀
才对春宝娘尚有几分怜惜。性别视角的介入，显然使得阶级界限变得模糊、暧昧。
对于打工妹群体而言，在城乡流动中可能不仅要承受都市加诸乡村、上层加诸底层的诸种霸
权，以及现代商业伦理的盘剥，她们还要承受来自乡村、底层自身传统的男性霸权的盘剥。在这方
面女作家的“打工妹叙事”相对而言更能敏锐地感受到底层自身的权力机制，如孙惠芬《歇马山庄
的两个女人》、方方《奔跑的火光》、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盛可以《北妹》等文本都重点表现了
来自底层自身的男性性别霸权给底层女性带来的生存之痛。《奔跑的火光》是最突出的例子。小说
充分展现了底层女性境遇的复杂性。主人公英姿被乡村资本能人三伙当做摇钱树盘剥，又和城里
男人文堂做身体交易。但英姿做这一切却是为了经济独立，而经济独立不正是女性主体性诉求的
第一步？尤其是英姿不择手段赚钱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建造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屋子（这不能
不让人想到女权主义所谓“一间自己的房间”），只有这样，她才能搬出婆家，摆脱丈夫和公婆的辖
制，获得精神的独立。也就是说，英姿挣钱、盖房子的目的是求翻身、争自立，但她用以挣钱、盖房
子的方式（出卖身体）却有悖于这样的目标。英姿的境遇就是这样充满暧昧、矛盾、吊诡，但有一点
明确的是，真正毁灭英姿的，不是三伙和文堂，恰恰是和她同属一个阶层的丈夫、公婆。英姿辛辛
苦苦挣回一点钱，丈夫、公婆包括他们的族人们竟然“一致认为，男人不管有没有赚钱，都是一家之
主，女人赚回来的钱，应该一分不少地上交给男人”。①男性霸权对英姿生命的戕害越来越大，而英
姿基于生命本能的反抗也越来越决绝。恶性循环，每况愈下。英姿生命犹如一团奔跑的火光，急
切地、别无选择地奔向不归路。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主人公潘巧巧、盛可以《北妹》主人公钱
小红的境遇与英姿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性。
性别是互动，而不是平行于其他形式的差别，包括阶级、族群、空间和年龄等等 。②也就是说，
在形塑打工妹文化形象时，不仅应该兼顾到这一群体的阶层、性别、族群、年龄，还应注重这些要素
① 方方：《奔跑的火光》，《收获》2001年第5期。以下引文皆出自此。
② [美]罗丽莎：《另类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黄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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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之间的互动及其造就的打工妹的多重经验，阶层、性别、城乡之间复杂的权力交叉，及其决定
了的乡村、底层女性命运的复杂和多元。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打工妹形象基本上呈现
两个极端，第一种是正面发迹传奇，以著名的电视剧《外来妹》为代表，包括大众传媒上大量出现的
诸如《从打工妹到女老板》《从“打工妹”到“女状元”》《打工妹当上了省劳模》《我的路：由打工妹到
女作家》①之类的报道。第二种负面沦落传奇，即表现打工妹从乡村来到城市，沦落风尘、被剥夺、
被侮辱、被损害。其实从乡村到都市的流动给打工妹带来不是简单的发迹或沦落传奇，而是更丰
富多样的经验和主体位置。在此，也许林白《妇女闲聊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叙事以从偏僻
的王榨村到北京打工的木珍信口闲聊的方式，呈现了一种更加平易、日常化、自足的打工妹生存状
态。木珍在城里虽然只是当保姆，依旧处于社会底层，但这也给她带来前所未有的崭新经验和身
份位置。在城里挣了钱又见了世面的木珍，回到乡下神采飞扬地给丈夫发压岁钱，而丈夫就等这
钱来给手机充值；当丈夫又像过去一样举起椅子要打她时，她竟然“一点都不慌”，料定丈夫再也不
敢打自己；丈夫在村里有了相好，她知道了却假装不知道，一点不影响她自个儿的生活轨迹。木珍
的形象显然超越了以往文学对乡村女性的种种刻板想象，预设的外在观念，是个陌生化的意义自
足体。它大大僭越了人们关于底层女性的种种刻板印象。
有学者在谈到底层这一概念时指出：“底层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性比较强的概念,相对于男权，妇
女就是底层，相对强势阶级，工人农民是底层。”②既然底层是相对性的概念，因此，底层并非同质性
的，底层经验同样充满差异性，性别身份的差异正是造成底层经验差异性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
样差异性显然在很多打工妹叙事中是被遮蔽的。不存在同质性的底层经验，底层经验会因为性别
身份的介入而呈现不同的色彩；当然，也不存在同质性的性别经验，性别经验也会因为阶级（阶
层）、族群、国族、城乡等等多重身份的介入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Otherness of“the Others”: From Girl Amao by Ding Ling to“the Narra-
tive of the Female Migrant Workers”in the New Century
Wang Yu, Yang Yunlai
Abstract: Attention on the female from the bottom of the society has been the narrative emphasis in Chinese litera-
ture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ith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of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categories
of classes and genders, several representative texts selected from Girl Amao by Ding Ling and the literature of bottom
group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ew century are studied intertextually. Thus not only can the past and present images of
the female from the bottom of society be understood, but also their images as a kind of images of“the others”could be
explored, and they include the complicated mechanism of cultural power: the subjective positions of the female from the
bottom of society originate from the overlapping and bargaining of their identities of class, gender, ethnic group, national-
ity, urban/rural residency, and therefore they are complex and pluralistic. The extreme emphasis of anyone of these identi-
ties would consequently lead to the ignorance of other identities and thus the essentialized and stereotyped image of the
female.
Key Words: The Others; The Female from the Bottom of Society; Gender;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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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打工妹到女作家/女老板/女经理/女企业家……”这是新闻传媒中有关打工妹报道出现频率最高的题目模式。例如，《从打
工妹到女老板》为题，分别有三篇文章刊载于《经理人》1994年第6期、《当代广西》2006年第14期、《报林》2008年第5期，三篇
文章内容不同，却共用一个题目。
② 蔡翔、刘旭：《底层的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天涯》2004年第3期。
